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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２０多年来我国关于公众科学素质的测定和科学普及

的目标设定所涉及的有关问题，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调查和理论观点进行了

讨论分析。指出国内科学素质测定标准本身存在的问题，把提高科学素质

作为科学普及的目标是不合理且不可行的，当前科学普及需要关注的是科

学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积极寻求二者相互的理解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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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正式启动，科学普及工作日益受到重视，通过科普工作大力提高全民

的科学素质水平也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９日，中国科协

正式发布第９次，即最新一次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统计结果显

示，“２０１５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６．２０％，比２０１０年的

３．２７％提高了近９０％”，［１］从而顺利、超额完成了“十二五”我国公民科学素

质水平超过５％的目标任务。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稳步增长，这当然是一件令人

鼓舞的可喜成就，值得庆贺。由于最新调查的一些具体数据尚未公布，还对

２０１５年调查结果无法进行详细讨论。但作者根据中国科协以及科技部此

前发布的一系列调查的统计数据做一些简单分析，可以发现有若干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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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认真思考和严肃讨论的。

一、科学素质的测定标准合理吗？

中国科协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发布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

“十一五”期间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明显提升，２０１０年具备基本科学素

养的公民比例达到３．２７％。其中，了解必要科学知识的公民比例为

１４．６７％，掌握基本科学方法的公民比例为９．７５％，崇尚科学精神的公民比

例为６４．９４％。［２］

早期对公众科学素养的测定，由于基本上是全盘引进国外的指标体系，

并没有“科学精神”这类指标，该指标也许是为了体现“中国国情”吧。人类

对科学的认知以及理解的层次，基本上按照从对科学知识的学习，到科学方

法的掌握，再到科学精神的理解这样一个顺序逐渐达到对科学的整体认知。

相对于科学精神的理解，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掌握显然是更加基础的东

西，换句话说，科学精神在对科学的理解方面处于更高和顶级的层次，通常

只有在掌握相当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之上，才能理解科研工作对科学精神

有所感悟。２０１０年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第７章“科学和技术：公众的态

度及其理解水平”中也明确指出：“美国公众对科研工作的理解与其实际掌

握的科学知识和受教育程度有着密切的相关性。”［３］而我国的第８次科学素

养调查数据，无疑颠覆了这一常识。例如：如何理解超过８５％（１００％减去

１４．６７％）的国人不具备“了解必要科学知识”的能力，以及超过９０％（１００％

减去９．７５％）的国人不具备“掌握基本科学方法”水平，却有接近２／３的国

人（６４．９４％）能够“崇尚科学精神”？

或者，换一个角度再看，有５０．２７％（即６４．９４％与１４．６７％之差）的国

人在不具备“了解必要科学知识”能力的情况下，以及超过５５．１９％（即

６４．９４％与９．７５％之差）的国人在不具备“掌握基本科学方法”水平的情况

下，能够“崇尚科学精神”。

试问，上述国人所崇尚的“科学精神”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他

们所崇尚的又会是什么样的“科学精神”？显然，一个更可能的原因是，对

“科学精神”这一新指标的设计方面存在问题（如“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的

内在关联度是什么？），导致对公众科学素养测试的结果在内在逻辑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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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之间出现矛盾（实际上在更深的层面上，这也反映出科学素养调查问卷

设计者对科学、科学素养本身的理解存在问题）。而且十分可能，在“科学精

神”方面的高比例得分拉高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实际比例。

作者在北京市的一些区县做科普调查访谈时得知，由于某些上级单位

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提高本区县民众科学素养指标的５年规划，区县相

关领导对上级分派的在某个时间节点必须提高本地民众若干百分点的科学

素质要求头疼不已又束手无策，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要求所在地区的农民

和居民直接背下科学素养调查问卷的题目答案。这似乎也可以为我国公众

在“科学精神”这一指标上的不正常高比例得分做一个注脚。

上述情况尚属“中国特色”的问题，实际上多国采用Ｊｏｎ　Ｍｉｌｌｅｒ的科学

素养指标在国际上同样受人诟病，以早期经典的９道科学知识判断题为例，

就有不少不同意见。试举两例分析如下：

“地球围绕太阳转”（答案是正确）。无论是国人至今仍在吟诵的古诗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还是大众

日常的话语“太阳落山了”、“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按照科学的观点，都是

“错误”的，因为太阳不是“落”了，而是我们所在地球的这一面把自己的“背”

朝向了太阳。这样一种科学上的“错误”观念并没有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

为举止产生什么不便或负面影响。要求人们记住“地球围绕太阳转”这类科

学上正确而无实际用途、且与日常生活经验违背的知识，并由此才被认为具

备科学素养，只是纯粹增加人们的记忆负担。所以有评论指出，科学素养的

测定实际上测出来的是人们对当年在校学习科学内容的记忆程度罢了，其

中有不少知识因与人们的生活、工作没有实际关联，很快就遗忘了，又何谈

理解、适应现代的科技与社会呢。

“地心是热的”（答案是正确）。这类科学知识对于那些生活环境中可以

接触到温泉、火山等自然现象的人们来说，显然是能够感知和易于记住的。

但是，对于很多并无此类经验的人来说，“地心是热的”同样是一个与己无关

的知识记忆负担。这里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科学素养的测定有没有

统一的普适标准？实际上，当Ｊｏｎ　Ｍｉｌｌｅｒ的科学素养指标体系（分为“科学

知识和概念”、“科学方法”，“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三个部分）向其他国家推广

时，不少国家首先就根据国情修改了意见分歧最大的“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中的一些指标，如我国把“占星术”改为“算命”，因为中国公众明显对有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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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科学概念“占星术”不熟悉而无法做出实际的判断。由于各国之间缺

乏可比较性，以至于Ｊｏｎ　Ｍｉｌｌｅｒ后来在国际比较中干脆把“科学对社会的影

响”从科学素养指标体系中删除。

一些专家还专门针对Ｊｏｎ　Ｍｉｌｌｅｒ的科学素养指标体系中的科学知识和

概念过于陈旧（大多是几百年前的科学经典观点）、脱离当代公众实际生活

的问题，以大众媒体中出现频率高的科技词汇和内容作为科学素养的测定

标准。比如，转基因、核电站、海啸、全球变暖等等，但面对此类高频科技词

汇，同样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完全是陌生和没有兴趣的。同时需要注意的还

有，诸如转基因、全球变暖等当前热点话题在科学界本身就存在争议，又怎

么确定何为科学素养标准的“正确答案”呢？因此，如何选择科学素养测定

指标的标准？是否应该对目标人群有所限定（如不同国家、地区、职业、族群

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相互的可比较性？这在目前仍然是学术界争论不

休、议而难定的问题。

就制定公众的科学素质标准而言，印度学者曾提出“最小知识包”的概

念，国内也有专家提出“最低科学素养标准”的制定原则，但是并未化解上述

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如何操作的问题，即对待普通的成年公众（完全不同于

在学校按部就班、系统学习的学生），如何有效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水平，这

就涉及到下面要讨论的话题。

二、公众的科学素质可以持续提高吗？

我国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始于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１５年已开展第９次。每

次测得的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百分比分别如下：

表１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

年份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具备科学素养

比例（％）
０．３　 ０．２　 ０．３　 １．４　 １．９８　１．６０　２．２５　 ３．２７　 ６．２０

数据来源：（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２００１年中国公众科
学素养调查报告，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０．

（２）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２００３年中国公众科
学素养调查报告，２００４：２０．

（３）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公布．科学时报，２０１０－１１－２６（Ａ１）．
（４）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公布．中国科学报，２０１５－０９－２１（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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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我国历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中，比较系统、完整地出版调查

报告始自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此后也有文章、报告发表（２００５年的数据当时

没有公布）。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５年的６次调查来看，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

平除了２００５年略有小幅下降以外，明显是持续增长的，而且增长率很高，

２０１５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是２００１年的４．４倍之多。但这种持续

增长如果考虑到诸如调查方法和指标的连续性、调查结果的可比性、以及上

文所提及的问题等，无疑是需要谨慎乐观和慎重看待的。

１９７２年美国科学基金会（ＮＳＦ）首度出版《科学指标》，全方位总结、即

时评估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动态趋势，此后每隔２－３年持续出版系

列报告（１９８７年更名为《科学工程指标》）直至今日。该系列报告一般都有

专门一章讨论“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个别年度的报告没有）的话题，并

经常有一些国际上的相关数据的对比。Ｊｏｎ　Ｍｉｌｌｅｒ的科学素养指标体系及

其调查结果自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也经常出现在该章节中，但《科学指标》也常

会采用、参考不同机构的相关调查结果，以便互相印证。

除了横向的国际比较，在《科学工程指标》中，也经常有美国自身的纵向

回顾和对比。其中多次在不同年度的报告中得出的令人沮丧的结论：美国

公众的科学知识水平（也即Ｊｏｎ　Ｍｉｌｌｅｒ的科学素养指标体系的第一部分的

调查数据，这部分的数据国际上的认可度较高，《科学工程指标》对Ｊｏｎ

Ｍｉｌｌｅｒ的科学素养指标体系的第二、三部分的数据采纳较少）在十几年甚至

２０年内“几乎没有变化”。如２００６年的《科学工程指标》指出：“美国的科学

知识水平并没有持续提高。能够回答大部分科学问题的被调查者的水平自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基本没有变化。”只有一个题目例外，即更多的美国人知

道了“抗生素无法杀死病毒”，该报告对此解释说“这可能归功于媒体对抗药

性细菌的大量报道，这属于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４］

国际上普遍认识到，提高国民科学素质水平的主阵地在于学校的正规

科学教育，《科学工程指标》也多次在相关年度的报告中指出这一点［５］。所

以延长国民在校科学教育时间是各国认同的可行措施。然而，延长国民在

校科学教育时间也同样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立竿见影的事情，美国在教育历

史上的发展经验显示：２０世纪上半叶，美国将２５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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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从８年提高到９年用了大约４０年的时间！①

可见，提高国民科学素质水平不啻是一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事情，

需要长远、扎实的布局规划和持续努力。在我国一些地区，不切实际地制定

提高当地公众科学素质水平的“五年规划”、阶段目标之类的政策是否合适

值得反思。

三、科学素质是科学普及的合理目标吗？②

科学普及能否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国内对于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

答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今天的科普工作把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视作基本目

标已被普遍认同。但是，科学普及能否有效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或者说科

学普及对国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到底有多大的贡献？应该说，这是一个需要

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毕竟，科学普及的目标本身与它能否达到自

身所定的目标应当属于两个不同的问题，而具体分析起来恐怕也并不简单。

关于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关系，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学校教育是科学

普及的基础，科学普及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续。由于国民普遍都既接受

了一定年限的学校科学教育，也多少在工作、生活中接触到了科学普及，因

而其科学素质水平的高低按理说是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判断和区分一下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各自在提高国民科

学素质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呢？

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中，有一种常用的方法叫做“对照实验”。③ 我

们不妨借用对照实验的方法对科学普及能否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这一问题

做一种尝试性的讨论。

多年来我国实行的是９年义务制教育，以接受科学素养调查的中国成

年公众（１８岁至６９岁）为例，公民的正规科学教育基本上是从初中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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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相关讨论可参见朱效民．２０４９与２０６１———中美国民科学素质建设计划比较，科技中国，

２００４（９）：８６－９０．
有关本节的一个较为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朱效民．科学普及难以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科学时

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５日（Ｂ２版）．
简单地说，就是假如甲和乙两个因素在一起导致了结果丙的产生，为了判断因素甲所起的

作用，就需要去除或者控制因素乙，并和对照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加以比较，看一看甲在没有因素乙影
响的情况下对结果丙的作用，从而比较精确地判定因素甲所扮演的角色，反之亦然。



从初一到初三才陆续学习代数、几何、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地理（天文）等

自然科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从而初步建立起所谓“分科之学”的科学的系统

知识。由此我们可以基本假设，我国只接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成年公众

的科学素质主要是由科学普及的效果来决定的———这一假设实际上是对科

普有利的，因为无法排除有些没有接受过小学教育的成人又会回到学校接

受正规教育。例如，假设一个人在１８岁以前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但以后

因为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学习，取得相应学位，则在回答科学素养调查问卷

时会填相应学历（即不再属于上述假设之列了）；如果学习不系统、无学位，

他也可能不填学历（即仍然属于上述假设之列），但从其“学校教育”而获得

提高的科学素养归功于科学普及，所以这对上述“只接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

的成年公众的科学素质主要是由科学普及的效果来决定”的假设结论来说

显然是有利的，而不会削弱和否定。有关统计显示，２０００年我国１５岁以上

的文盲人口仍有８７００万［６］，超过德国的总人口，可想而知在我国只接受过

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公众当数以亿计（不妨参考一下美国花４０年才提高国民

平均在校学习时间一年）。那么，这些主要通过科学普及来了解科学的公

众，其科学素质水平如何呢？

在９次科学素养的专门调查中，前３次没有正式发表调查报告，２００５

年及以后由于该系列调查负责人的变动以及诸如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

等新指标的引入，有理由让人质疑调查结果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所以，此处

我们参考正式出版的较为完整、系统调查报告的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的结果。

这两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均显示：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与其接受正

规教育的程度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为

小学及以下的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几乎为零。如下表所示：

表２　中国公众２００１年与２００３年科学素养与教育程度的相关性调查结果

　　文化程度
年份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 大学及以上

２００１年 ０．１　 ０．０　 ０．３　 １．６　 ７．０　 １１．５

２００３年 ０．０　 ０．０　 １．５　 ６．２　 １０．７　 １３．５

数据来源：（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２００１年中国公众科
学素养调查报告，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０．

（２）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２００３年中国公众科
学素养调查报告，２００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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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颇令人感到意外的结论：如果排除了学校

科学教育的作用，科学普及对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贡献基本为零！至少对

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公众而言，科学普及提高不了他们的科学素质。

也许科学普及对国民科学素质的贡献同样随着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

高———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对科技信息通常利用的机会较多也更加关注；

当然也不排除上文提及的科学素养指标体系本身的问题。但这种现实而无

情的统计结果无疑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认真的思考。

提高全体国民科学素质的根本措施在于加强和完善学校的正规教育。

如美国《科学工程指标》多次调查指出、国内外相关统计也显示，一个国家国

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与其受正规科学教育的年限有着高度的正相关性，尤其

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是提高普通公众科学素质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手段。保

障和完善全体国民的义务教育制度、改革和加强学校的科学教育、逐步延长

国民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对于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素质水平显然带有根本

性的意义。联合国《２００２年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９８年中国公

民的中学净入学率仅为５０％，而美、英、法三国相应的数据分别为９０％、

９４％和９４％［７］，相差几乎一倍，这表明我国整整一半的公民对于中学课程

中所涉及的基础科学知识（实际上也相当程度上对应着Ｊｏｎ　Ｍｉｌｌｅｒ科学素

养指标体系中的科学知识部分）是完全陌生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

报告课题组”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测算得知，２０００年我国１５岁以

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为７．８５年，２５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７．４２
年［６］，这两个数据都显示我国公众受教育水平只有初中二年级的程度，仅仅

相当于美国１００年前１５岁以上国民受教育的水平。这可能才是我国公众

科学素质水平至今仍然相对落后的真实原因。因而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恐怕

是尽一切可能保障所有国民接受义务教育，最大限度地减少义务教育阶段

的失学者和辍学者。这才是真正“亡羊补牢”的措施，而期待与学校教育相

比十分缺乏约束力、系统性、规范性的科学普及以后再对这些失学者进行科

学素质方面的所谓“补充”和“延续”，无疑是一种“亡羊找羊”、舍本逐末的

做法。

四、科学普及的目标是什么？

曾经风行日本的科普系列图书“蓝背书”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创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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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用科学的方式思考问题，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世

界”，这基本上体现了传统科普的惯有思路，即通过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

最终希望公众能够像科学家一样具备相似的科学素质，并像科学家一样思

考问题、看待世界。

然而，世事变迁、今非昔比，今天的“此公众”已经远非当年那些如同小

学生一般仰慕科学家的“彼公众”了。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的是，欧洲的科学

素养调查显示，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公众（也即科学素养水平相对较高的人

群）反而对科学越具有质疑、甚至反对的倾向。该现象被称作“信息悖论”。

在早期的科普发展阶段，当公众对科学家的权威提出质疑和表达不同观点

时，经常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缺乏科学素养的表现，但随着科学与公众关系

的不断变化，科学界也不得不逐渐意识到“苛刻的质问可能标志着全体公民

更有见识，更具科学素养。”［８］

关键因素可能在于，科学技术与公众的关系正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曾模仿法国政治家克雷蒙索的一句名言———

“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去决定”，而恰如其分地展现了现代科学面临

的同样情形：“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让科学家来作主”［９］。现代科学的发展

早已不单是科学共同体的事情，也不仅是政府决定的事，越来越涉及到社会

其他角色（企业、社会团体等），涉及到普通公众。现代科学技术在给公众带

来越来越多的好处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或明显或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甚

至是危害（尤其如环境和健康领域）。此外，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发

展和应用显然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常常产生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

受损的后果，同时科学和科学家也不再被视为没有自身利益的价值中立者

了。这些无疑使得公众不得不增强防范警惕、自我保护和共同参与的意识，

而且今天的公众往往更加关注、质疑的是现代科技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确

定风险和负面后果，而远非传统科普所津津乐道的把科学的最新发现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公众从而提高他们的科学素质。

协调当代科技与公众之间出现的新问题自然要求全新的机制，这其中，

科普的理念思路、角色定位、方式方法等也同样需要彻底地调整和改变。今

天的科学普及需要的是平等对话和真诚协商，需要发展出一种利益相关方

互相协调的合作机制，使科学更加透明公开，走向各方参与共商的治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模式。那种在我国转基因争议中，类似院士闭门上书、民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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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笔伐的“交流”氛围无疑只会造成全输的局面。为此，科学家真诚地与公

众进行对话和协商、积极寻求相互的理解与共识，应当成为是科学普及的新

方向。

因此，单纯寄希望于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把提高科学素质作为科普工

作的目标不仅在思路上文不对题，在实践上也不可行。科学普及本身从早

期单向的缺失模型到双向互动的协商模型的转变，表明当代科学普及已不

是要求公众单方面提高科学素质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建立科学与公众之

间的交流反馈机制；不是要求公众不断学习新知识、跟上科学的新发现，而

是公众一旦有需求和质疑能够及时有效地回应和沟通，从而更好、更方便地

满足公众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文化，到民主参政等不同层次的需求。协调科

技与社会的关系，促进科技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确保科学技术造福于

人类，今天的科普事业也因此日益成为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和协调的

系统工程，把提高民众的科学素质作为科学普及的目标不仅明显过于狭窄，

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也必然存在着实际操

作及评价方面的可行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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